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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范围内正在经历着一个大转型时代。虽然这一时代巨变凸显在国际关系和
政治领域中，但其推动力来自现实的社会建构机制的深刻变化。知识社会学为认识这个大转型时代提供了一个

理论视角和相应的分析线索。作为现代性发源地的欧美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在 ２０世纪经历了中心化与去中
心化的双重运动，一方面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制度理性与资本的全球化扩展；另一方面也唤醒了主体

理性、主体性和能动性，由此诱发了不同领域中对现代性的深深质疑和社会批判思潮。这些社会演变潮流与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兴起的互联网和数字媒介的遭遇与互动，引发了一场 “完美风暴”，推动了当代社会基础的重大

演变，撬动了大转型时代运转的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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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象与思路

我们正身处一个大转型时代，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关头。全球范围内，２０ 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冷战、特别是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和去全球化趋势的紧张中，国际秩序正在激烈震荡；各国内部与之
间的各种利益分化和冲突也起伏跌宕。尽管这些变动充满了高度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的是，自 １９８０ 年
代至今的半个世纪中，国际社会正经历着一个重大分化重组的转折点。

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一大转型时代？这是社会科学面临的挑战。针对其来龙去脉和背后的动力机制，不

同学科，乃至整个思想界正在进行各种解读。目前的社会科学解释主要来自政治学 （包括国际关系）和经

济学。前者着眼于国家能力，国家间竞争和国际关系演变；后者关注制度安排和市场动力，如经济制度与

发展、市场结构和跨国金融力量。①

本文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一个解读。这个大转型时代根植于当代社会，特别体现在民众的主体性意识及

其社会行动基础的深刻变化。国际秩序变化来自不同国家能力间的互动，而国家能力来自国家与社会关系

２０１

① Ｄａｒｏ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Ａ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牞 Ｗｈｙ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ａｉｌ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Ｂｒａｃｅ牞 ２０１２牷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牞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ａｎ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０６牷 Ｓａｍｕｅｌ Ｐ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牞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Ｓｉｍｏｎ ＆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牞 ２０１１牷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牞 Ｊｏｓｅｐｈ Ｅ牞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牞 ２００３



大转型时代与现实的社会重构：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的建构，来自特定的政治过程。在 ２０ 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兴起的当代社会，民众已经成为政治过程中不可
或缺的参与力量，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家能力、推动了稳定的制度安排。这些变化不仅来自

利益的分化、政治派别的流变和不平等导致的紧张冲突，而且源于建构现实的社会机制的重大演变。这一

认识意味着我们需要社会学视野，特别是着眼于长历史、跨文化的比较，从社会背景和社会过程来认识这

个大转型时代，进而理解当代社会在政治过程和国家建构中的角色作用。

具体来说，本文从知识社会学视角来解读当今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机制。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认识

是，人们生活所处的现实不是客观外在的，而是为社会所建构，来自共享的意义系统，而且人们积极地参

与这一建构过程。知识社会学视角关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正当化过程，尤其聚焦于日常经验、社会认知

与理性观念如何在互动中塑造 “现实”，从而塑造了人们的社会行动、群体组织和集体行动。

本文的中心命题是：当下大转型时代的重要推动力，来自 ２０ 世纪展开的 “中心化”与 “去中心化”

的双重社会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多层次的，又是相互关联的，涵盖政治权力与资源、文化价值和人们

的日常生活世界。从 １９世纪到 ２１世纪的今天，当代社会走过了一个从分散到整合，再从整合到多元的沧
桑巨变。一方面，传统社会瓦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出现，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以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为

脉络，提供了自上而下的建构机制，推动了社会的 “中心化”过程；另一方面，针对这一中心化过程的不

满和批判声音逐渐升高，反映在 ２０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中。这两
个趋势或此起彼伏，或共时并行，在 １９９０ 年代与数字媒介技术相互作用，发展出新的社会建构机制，重
塑了主体间意义、群体建构方式和集体行动逻辑，从而推动了大转型过程。

下文将从两个线索来讨论社会建构过程的动力机制：一是社会的线索，即追溯现代社会在不同历史时

期所经历的建构过程和机制；二是思想的线索，即从社会科学关于这些建构机制的理论思路来解读社会变

化。贯穿本文的问题是：２０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现实的社会建构机制发生了哪些关键转
变？“中心化—去中心化”的双重过程又是如何重塑人们的现实和主体间意义的？

本文的经验观察以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为例，来阐述这一演变过程。作此选择有两点考虑：一

是因为美国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个历史过程；二是相关研究文

献较为丰富，有助于理清脉络和深入探讨。本文着眼点不是国别研究，而是一个全球范围的大趋势：这个

历史过程在不同的现代化国家均已发生，许多方面在中国社会也有体现。虽然各国起点各异，程度参差、

阶段不同，但大的趋势可谓殊途同归。从社会学视野审视这一大转型时代，阐述其背后的社会基础，因此

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

在以下讨论中，首先勾勒本文依据的知识社会学视角和解释路径 （第二部分）；然后转向讨论 ２０ 世纪
以来社会建构的 “中心化”与 “去中心化”双重过程 （第三、四部分）；在此基础上探讨当今社会正在发

生的深刻变化及其意义 （第五部分）；最后，展望 “现实的社会建构”在这个大转型时代的意义以及社会

科学的角色作用。

二、大转型时代与现实建构：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大转型的变化体现在日常生活、工作环境、市场活动、政治过程乃至国际格局等多个层面，可以从不

同视角加以解读。本文从知识社会学视野来认识这一历史过程，强调大转型来自现实建构机制的历史性变

化和重组再建，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

（一）理论框架

本文采纳的知识社会学视角建立在舒茨、伯格和卢克曼等的现象学理论基础上。这一视角强调，人们

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互动理解，建立共享意义，从而建构自己的现实。大转型时代首先体现在社会建构机制

的深刻变化上，这些变化又重塑了人们所处的现实，在此基础上诱发了相应的社会行动。

马克斯·韦伯从 “社会行动”这一社会学基本概念出发，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人们的社会行动是来自

对他人的意义解释并以此指向他人的。换言之，人们的所作所为发生在一个共享的意义系统中，舍此则无

从理解人们所采取的社会行动。人们的行动来自他 ／她们对现实的理解和认识，而现实不是客观存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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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人们的社会互动所建构的。例如，形式上相似的劳动关系，在不同意义系统中可以建构为资本主义的

劳资关系，或者社会主义的集体关系。现实的社会建构塑造和诱发了相应的社会关系、行为方式、集体行

动，从而影响了经济活动、政治过程和制度变迁。

那么 “意义”从何而来？知识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即是理解和诠释社会行动及其背后的共享意义

系统。这里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主体间性，即人们作为主体之间互动而产生的共享意义。社会学的现象学派

提出了 “现实为社会所建构”这一著名命题。舒茨 （Ａｌｆｒｅｄ Ｓｃｈｕｔｚ）从现象学视角对韦伯的 “社会行动”

概念作了进一步阐释：人们的社会行动来自行动者的意义，对他人行为意义的理解和因此而发生的行动。

理解他人行为，或者他人理解我的行为，无论从观察中或从动机上理解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都需要互动双方在同一意义框架中。一个人的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需要经过他人的诠释而
被赋予意义。这些共享意义通过外在化、客观化和内化而逐渐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现实，从主观意义

走向主体间意义，进而表现为客观意义。①

知识社会学视角着眼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在舒茨看来，社会科学应当建立在日常生活世界之上，

而这一生活世界正是通过行动者的意义建构与理解所构成的。如下文所要讨论的，长期以来，社会科学为

已有制度环境所塑造，多以自上而下、国家的视角来解读社会，囿于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解释路径，往

往对正在发生的社会变化视而不见。知识社会学发展出一系列相关的分析概念和理论逻辑，将我们的注意

力引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的现实，提供了解读微观行为与时代转型关联的线索。

（二）两个线索

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认识转型时代，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２０ 世纪经历的 “中心化”与 “去中心化”

的双重过程。所谓 “中心化”，是指原本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互不关联的人们、群体与社区，通过社会建构

机制，在社会关系、观念意识和制度安排上被高度关联起来，并趋于向一个共享的象征符号系统———即社

会价值中心———集中。而 “去中心化”则是针对这一社会价值中心的抵制和挣脱，反映在社会内部产生的

紧张、冲突和重新组合，从而挑战和削弱了已有的社会中心、推动了社会多中心化的趋势。

认识转型过程的一个线索，是建构现实的社会机制发生了怎样的演变，又如何引发了不同形态的现实

建构？本文提出，２０世纪的社会建构机制经历了三个阶段：（１）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和近代国家兴起的中
心化建构，体现在国家、制度理性和想象的共同体；（２）去中心化建构机制，特别是后现代知识生产中的
话语解构和身份政治；（３）随互联网而来的多重建构，体现在主体性、数字媒介与虚拟 “附近”上。换

言之，从传统组织基础上 （村落、家族、社区）的社会化过程，到自上而下的国家建构与 “想象的共同

体”的产生，再到近半个世纪互联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重建构机制、多重社会行动与多维社会现实，人

们的生活世界建构与主体间性，即共享意义的空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阶段不是简单的前后顺序，

而是彼此重叠、相互作用。

另外一个线索是社会思想的变化。社会思潮和社会理论的演变是现实建构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１９世纪 ３０年代至今的历史过程恰好是社会学从创建、发展、成熟到转向的演变经历。随着工业革命和资
本主义的发展，１９世纪的欧洲社会从封建庄园社会结构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结构，社会学随这一大转变过程
应运而生。早期的社会学尤其关注社会变迁和社会整合，从涂尔干的失范、机械整合和有机整合，到当代

的社会冲突论、阶级与阶层、群体与社区、集体运动等主题，直到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革命运动学说，等

等。社会学应时代呼唤而脱胎而出，随社会演变而变化，由此提供了一个独到的思想线索，帮助我们认识

这个历史演变的社会基础。

知识社会学提供了一个连缀和解读这些事件和行为的视角，着眼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和互动活动，

来认识本文的核心命题，即不同时期的社会机制的变化如何连接和推动了个人与国家、价值与行为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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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共享意义的世界。

三、波兰尼时代与想象的共同体：１９世纪至 ２０世纪下半叶的 “中心化”的进程

欲探究 ２０世纪下半叶至今的大转型，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这一转型前的基本格局，即 １９ 世纪以来兴起
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基础。关于 １９世纪的巨变，波兰尼的 《大转型》做了独到的分析和解读。① 我

们不妨将 １９世纪至 ２０世纪的大转型称之为 “波兰尼时代”。而本文讨论的大转型时代，正是起始于波兰

尼时代的终点。

（一）历史背景：波兰尼时代

将 １９世纪至 ２０世纪的演变称为大转型是恰如其分的。近代伊始，世界各地间相互隔离，来往有限。
欧洲处于封建割据状态。随着近代的展开，资本与国家的双重力量打破传统社会格局，走向统一的商品市

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

１９世纪的大转型体现在 “中心化”的趋向：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区域被纳入社会主流价值观

念中，实现社会文化层面的整合。多重力量推动了这一中心化过程。

其一是资本与市场的扩展，突破了封建割据的区域性疆界，走向全国性的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市场。

这一点在古典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理论中已有充分阐述。

其二是近代国家兴起，自上而下地建构了社会。近代国家建立了科层制组织基础，表现出前所未有的

资源汲取能力、公共管理和动员能力。随着资源向国家集中，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日益超越隔离分

散的地方性边界，走向民族国家的更大范围。② 如波兰尼所阐述的，加以资本与殖民扩张，国家在推动全

国性市场和为不同区域间整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三是科学理性兴起，为认识和驾驭自然 ／社会提供了新的动力。１９ 世纪科学和技术发展，极大推动
了西方世界的理性化过程，并扩展至全球其他区域，科学理性提供了新的一统世界观，逐渐取代宗教信

念，成为新的社会凝聚力。这一趋势也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兴起，从传统的地方性知识，转向宏大叙事，追

求历史规律，强化了中心与边缘的关联。

这些新的社会建构机制如何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现实建构呢？传统社会以地方性的社区为基础，其

社会关系主要来自面对面互动的日常生活世界。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了自发的社会秩序，替

代了传统的社会机制。波兰尼不同意这一观点。他提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发起了顽强的

抵抗，也因此诱发了社会的 “重新发现”，由此引出了市场与社会相互嵌入的问题。近代国家积极参与了

这一双重过程，一方面通过法律法令来建立统一市场和促进资本利益；另一方面也推动立法和其他措施，

以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经济和社会权利。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近代国家的兴起，一方面自上而下地集中了权力和资源，另一方面极大地扩展了

人们互动和组织起来的空间和形式，从而启动了 “中心化”的历史进程：其一，通过公民权利、政治参

与、市场活动与社会保障等制度举措吸纳各类群体；其二，从文化、种族、宗教、语言、历史等方面自上

而下地建构了 “想象的共同体”。依本文讨论的主题来看，这一过程从 １９ 世纪一直延续到 ２０ 世纪末的全
球化进程。社会学家蒂利的观察不无道理：当今社会是建立在 １９ 世纪基础上的，我们今天的组织形式和
思想资源，大多仍然来自 １９世纪的历史遗产。③

（二）波兰尼时代的延续：告别 “附近”，走进 “想象的共同体”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间断后，波兰尼时代的 “中心化”趋势在 ２０ 世纪中期接续了下去，集中表现
在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作用，以及资本与自由主义思潮的跨国界扩展，直至 ２０ 世纪末的全球化过程，

５０１

①

②

③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５年。
Ｓ Ｅ Ｆｉｎｅｒ牞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ｉｉ牶 Ｅｍｐｉｒｅｓ牞 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ｔａｔｅ牞 Ｌｏｎｄｏｎ牶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１９９７牷 Ｔｉｌｌｙ牞 Ｃｈａｒｌｅｓ牞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牞 Ｃａｐｉｔａｌ牞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牞 Ａｄ ９９０—１９９０牞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牞 Ｍａｓｓ牞 ＵＳＡ牶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牞 １９９０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牞 Ｂｉ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牞 Ｌａｒ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牞 Ｈｕｇ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牞 １９８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８卷 ０５ Ｍａｙ ２０２６

以 “历史的终结”和 “世界是平的”这两个醒目标志达到高潮。① 我们从社会与思想演变的两个维度延续

以上讨论。

１ 社会的线索。

近代以来，社会被国家重新建构，突出地表现在民族国家自上而下地建构 “想象的共同体”，即福利

国家、公民权利将国家与社会高度交融于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设施中。② 韦伯意义上的伴随资本主

义发展而来的理性主义，体现在各种制度安排上，即制度理性。

以美国为例。托克维尔在 《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注意到，美国以地方自治为建国基础；长期以来，

地方性社区、自治组织是社会建构的核心支柱。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在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

经济繁荣与社会分化并存，同时也经历了社会整合和社会中心建立的过程。政府作用日趋重要，极大地推

动了这一整合。

我们不妨借用两本有关美国 ２０ 世纪历史的研究著作加以说明。美国史学家莱波雷的 《分裂的共识》

生动细致地描述了美国建国两百多年历史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间的纠缠斗争，以及社会不断再建构的历

程。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在短期内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表现在物质上的极大丰富，以致加尔布雷

斯 （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称之为 “富裕社会”。⑤ 美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建立起

来。在这些过程中，国家在社会建构中扮演了前所未有的中心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不同领域中的制度化过

程，即建立由政府管制、文化期待基础上广为接受 （ｔａｋｅｎｆｏｒｇｒａｎｔｅｄ）的制度环境。在另外一本著作中，
社会学家费舍尔和豪特汇总和评估了社会学关于美国社会在 ２０ 世纪百年演变过程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
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扮演了主导性角色作用，推动了后工业化社会的兴起，在这种压

力下不断地调整演变，缓和了工业化带来的冲突矛盾。两位作者发现，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例如种族关

系，美国社会呈现出逐渐宽容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种族间婚姻和黑人民权运动等问题上持有越来

越肯定的看法；在总统候选人的种族背景上，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地区群体间的差异也在逐年减少。而在

另外一些问题上，例如堕胎和死刑，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却在不同历史时期变动不居，没有明显的时间趋

势。作者这样总结他们的研究发现：总的来说，至少自 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美国人在文化观念和道德价
值方面，并没有出现进一步的分化和极端化。⑥ 但正如我们下面要讨论的，这一视角恰恰忽略了这些社会

趋势的脆弱性。

这些自上而下的社会建构机制推动了社会学家希尔斯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ｈｉｌｓ）所称的 “社会中心价值系统”

或制度中心的出现，不同社会群体被逐渐吸纳进这一中心，因此缓和了或转移了许多社会问题。莱波雷注

意到，许多社会科学家相信，不仅工业主义的问题得到解决，大众民主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因为电视上出

现了广泛而温和的政治共识。尽管争取公民权的斗争仍在持续，但美国人从根本上就他们的政治制度达成

了一致，而且大多数人也同意基本的政治理论。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繁盛期

已过，正走向枯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已经过时了。⑦

然而，这种中心价值系统是不断变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经历了一个波兰尼所说的社会 “被

发现”的过程。例如，种族歧视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持续存在的毒瘤，由此引发的反抗持续不断。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首先爆发了关于参战士兵中的种族歧视及其抗争，这个主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蔓延到各个领

６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牞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ａｎ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０６牷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牞 Ｔｈｏｍａｓ Ｌ牞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Ｆｌａｔ ３ ０牶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Ｐｉｃａｄｏｒ牞 ２００７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牞 Ｉｍａｇｉｎ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牶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Ｖｅｒｓｏ牞 １９８３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
吉尔·莱波雷：《分裂的共识》，邵旭东、孙芳译，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２４年。
Ｊｏｈｎ Ｋ 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牞 Ｔｈｅ Ａｆｆｌｕ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Ｍｉｆｆｌｉｎ牞 １９５８
Ｃｌａｕｄｅ Ｓ Ｆｉｓ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ｏｕｔ牞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牶 Ｈｏ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牞 ２００６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ｌｌ牞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牞 １９６０



大转型时代与现实的社会重构：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域，从种族隔离和歧视到民权运动，以及不同民权领袖和种族的顽强抗争，起伏不已。黑人虽然在法律上

取得了投票权，但执法权被放在各州，因此在南方地区，这一权利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落实。在教育隔离政

策废除后，既有积极的 “校车”输送学生 （ｂｕｓｉｎｇ）政策，又有白人从城市中心 （ｄｏｗｎｔｏｗｎ）逃离到郊区
的趋势。这些起伏延绵的社会运动不断地推动着美国社会的再建构过程。

２ 思想的线索。

社会演变的中心化趋势反映到社会科学和文化思想中，成为现实的社会建构机制之一。近代以来从帝

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伴随着 “想象的共同体”的兴起，也是新的社会价值中心建构的过程。第二次世界

大战前后世界范围里经历了帝国解体、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转折，引发了有关国家建构和社会整合与吸纳

等一系列社会学课题。

在社会学领域中，一个突出议题是有关社会价值中心的讨论，特别是从比较制度的视角认识国家建构

与社会建构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后者体现在各种群体 （少数种族、女性、移民）通过公民

权利的扩展，被逐渐吸纳进入政治过程和社会中心。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在 １９４０ 年代首先提出公民权利
应该包括政治参与、经济活动和基本社会保障。① 美国社会学家本迪克斯在一系列著作中 （如 《国家建构

与公民权利》）进一步阐述了这些思想。②

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社会学理论中盛行的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集中反映了这个中心化趋势。
社会被看成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不同功能的子系统构成的系统，其中人们的社会分工、共享观念制度发挥

了重要的维系作用。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希尔斯在 ５０—７０ 年代提出的 “制度中心”理论是这方面的突出

代表。他写道：“社会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或者中心区域，是关于价值和信念领域的现象。它之所

以成为中心是因为它是最为根本、无法分解的，以致于许多人对此虽然无法言传表达但心领神会。”③ 希尔

斯强调任何社会都有一个稳定的 “中心”即 “社会中心价值系统”，将社会精英与其他边缘群体连接在一

起。所谓的社会价值中心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社会、政治机制不断建构和强化的。这一理论

反映了那个时代功能主义的理论色彩，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新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建构机制推动的大趋势。对

这一理论的批评也恰到好处，即它合理化或强化了已有秩序。

随着历史进程演变，语言的解释权威也随之演变：早期的神权统治意味着上帝的权威。随着神权衰

落、“上帝已死”，为新的社会中心价值所取代，后者由社会精英重新建构。国家在这个建构现实过程中发

挥了巨大作用。韦伯定义国家为暴力的正当性垄断。布尔迪厄进一步拓展这一定义为，国家不仅是实体暴

力的正当性垄断，而且是对象征性暴力正当性的垄断。④ 这里的正当性暴力即是指自上而下建构的象征符

号，国家及其相关的组织设施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 （如教育体系）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建构的新机制和推动

力。例如，经典读物的通识教育提供了社会中心的观念基础。

知识社会学为新的社会现实建构机制转变提供了理论解读，强调指出，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在很大

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地方性社会化过程。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社会工程取向密切关联、互相

强化，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借用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讨论来说，当代社会为 １９ 世纪以来
现代性制度所重新建构，体现在资本主义、工业技术、国家管制与暴力垄断等方面。⑤ 如此，人们的日常

生活世界———从教育到工作、从市场到社区———为制度环境所建构，成为广为接受、理所当然的现实，从

而塑造相应的共享意义和社会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科学理性和社会价值中心被建构为人们共享的

现实，得以物象化 （ｒｅ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 “理性神话”（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ｍｙｔｈ），提供了想象共同
体的制度基础。在更为宏观层次上，现代化过程随着资本和国际组织在世界各地延伸，特别是 １９９０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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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随冷战结束而来的全球化过程，在经济和文化价值上极大扩展，诱发出 “历史的终结”的憧憬。①

这一社会发展趋势也反映在社会科学理论中，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现代化理论到 １９８０ 年代以
来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中制度主义理论蜂拥而出。这些制度主义理论流

派虽然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共同点在于强调制度秩序的稳定性和重要性。② 社会学家迈耶提出，韦伯所

言的理性化过程产生了强大的制度环境和正当性压力，包括理性观念、法律制度、政府管制，塑造了社会

中各种组织的相应行为。③ 这一制度力量不仅来自国家中心，而且来自 “世界社会”（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制
度环境。２０世纪末的重大事件如冷战结束、全球化兴起正是这一中心化过程的高峰之时。

四、从 “上帝已死”到 “作者已死、读者诞生”：２０世纪下半叶的 “去中心化”过程

在这一节，本文继续从社会和思想这两个线索来审视 ２０ 世纪下半叶的演变，特别是撬动大转型齿轮
的另一过程，即 “去中心化”过程。

（一）现实的社会解构与重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对现代化导致传统社会解体的担忧日益凸显。这既来自后工业社会的兴

起，也源于大众社会以及现代性本身带来的种种问题。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各种极权灾难带
来了对现代性的深深质疑。例如，正是现代性取向和相应的国家机器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屠

杀。④ 对 “现代性”的质疑、愤懑和抵制的各种声音在不同领域不断涌现，体现在许多社会思潮中，在 ２０
世纪下半叶汇集成为 “去中心化”的大潮流。

帕特南 （Ｐｕｔｎａｍ）的 《独自打保龄》捕捉到了这一变化趋势，并用生动的描述展示出人们传统的

“附近”———邻里社区、基层社会的消逝。⑤ 从托克维尔笔下充满生命力的地方社会和自治社区，到帕特

南笔下的社区消失、孑然孤独的图景，２０世纪见证了现代化进程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和震撼；与此相应
的，则是当代人的 “自恋”文化特征，即对他人的不信任、虚荣、冷漠和逃避责任等特点。⑥

然而，民族国家推动的社会建构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打破了传统的社区，并将人们融入一个带有强烈
成员感的新共同体中。现代社会的建构机制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想象宇宙、相应的互动空间和社会世界，

提供了新的社会行动、集体运动基础。由此引发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当代社会中的个人，不再只是享有各

种权利的公民，也逐渐成为政治、经济、社会过程中的积极行动者。２０世纪下半叶见证了各种社会思潮和
社会运动的兴起，从 １９６０年代的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到 １９８０ 年代的 “反投资”运动，再到 ２１ 世纪初
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特别是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推动了从校园到生产线的一系列制度和社会政策改

革。随着少数族裔和女性的呼声及动员能力的不断提高，身份政治开始挑战制度理性塑造的群体身份，转

向那些处于具有历史背景和社会位置上的个人，并赋予其主体性，即理性的、自觉能动的行动者。⑦

社会运动推动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重组，也直接冲击或间接侵蚀了社会价值中心。莱波雷写道，

“美国从 １８世纪 ９０年代，或者说从 １９世纪 ５０年代开始，就一直忍受着党派关系的折磨。但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这个国家陷入了认识论的深渊。保守的媒体机构建立在现有媒体机构存在偏见的基础之上，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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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型时代与现实的社会重构：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在此基础上拒绝真理可能来自不同观点间的权衡，这才是党派争端的关键所在。保守派媒体机构设计了一

套针对异议的全能保障措施。”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思潮从另一个方向瓦解了原有的价值中心。莱波雷如

此评论道：“在学院和大学校园里，学生继续抗议，他们不是为了言论自由，而是反对言论自由。自 ２０ 世
纪 ９０年代以来，每一项在法庭上受到质疑的有关仇恨言论的条款，都被裁定为违宪。”莱波雷的批评毫不
留情且不无道理：“几乎在同一时间，左翼和右翼都不愿意表达不同意见，开始瓦解培育公正辩论的思想

架构：左派破坏了大学的思想架构，右派破坏了媒体的思想架构。”换言之，来自左右两个方向的政治力

量在相互争斗中削弱了社会价值中心的制度根基。

（二）思想线索：上帝已死，作者已死，读者诞生

于是，双重社会运动在 ２０世纪下半叶充分展现开来：一方面是随冷战结束、市场与资本流动而来的
全球化和中心化；另一方面，去中心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朗，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对西方主流思想的批

判撼动了这一体制的根基，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现实的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看，语言与意义建构有着密切关系。语言作为各种象征性符号，扩展了人

们的社会世界，提供了新的象征资源，在社会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正是在这一领域，后现代主义发起了

激烈抨击，撼动了既有社会价值中心的根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最早注意到语言
的任意性、关系性和建构性。这一洞见的蕴意是，语言影响了我们如何审视世界，它不仅仅是现实的描述

和反映，而且参与了构造现实。这一思路将语言置于现实建构的中心，并指出了语言建构现实的多样性。

这一思路推动了 ２０世纪上半叶结构主义的兴起。其中一个核心观念是，除了语言媒介，我们没有接近现
实的途径。语言不单单反映或记录世界，同时也建构世界。

后结构主义提出现实就是文本，进一步推进了这个倾向。语言处于流动中，意义随之流动，因此走向

文本 “分拆”，即 “解构”。德里达提出，现代思想界的一个特别 “事件”，正在于它与过去思想方式的彻

底决裂，孕育了思想界的 “去中心化”。① 而各种历史事件，如战争、种族屠杀、科学发展 （如相对论）

和现代主义艺术等，共同挑战了文艺复兴以来建立的价值中心。福柯等社会批判思想家进一步强调了权力

与知识间的关系，对知识和宏大叙事的怀疑主义，推动了解构中心、解构主流、去中心世界的思想潮流。

如此，我们走进了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世界，一个 “去中心的宇宙”（ｄ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这一思潮的一个标志是罗兰·巴特提出的 “作者之死”口号。② 他强调文本的独立存在，无论是作者

意图或者作品语境，都不能决定作品的意义。如果说 “上帝已死”打开了神学的禁锢，那么，这一文献提

出的 “作者已死”，则进一步挑战了已有的意义秩序，将主流话语推下神坛，让位于读者，即主体理性。

语言的多义性意味着，不应存在唯一的意义垄断：一个作品可以有多重解释，不同读者也会生成不同理

解。其意义在于去主流中心，走向多元化。利奥塔写道：所谓后现代主义，就是 “不再轻信元叙事”。关

于进步和人类完善性的 “宏大叙事”不再可信，人们至多只能期望形成一些 “微小叙事”，也就是那些具

有偶发性质，受条件和时间限制，只能相对成立的叙述，为具体群体在特定局部领域中的活动提供基础。

因此，后现代解构了启蒙的基本目标，即建立关于主体以及历史之间的统一目的。③

如果说后结构主义 ／解构主义冲击了社会价值中心，那么，萨义德的 《东方主义》引发的后殖民主义

批判思潮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将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制度推上了审判台。④ 随之而来的 “文化研究”领

域席卷了西方人文学科的不同领域，进一步削弱近代以来西方政治理念和自由主义思想，推动了 １９８０ 年
代后期以来大学校园的多元文化主义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和通识教育改革。例如，１９８７ 年斯坦福大学通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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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关于西方文化核心课程阅读材料的改革，就曾触发冲突争论，引起了全国关注。① 站在保守主义立

场上的芝加哥大学文学评论家艾伦·布鲁姆，指出 “美国人心灵的封闭”，正是对这一大趋势的哀叹。②

借用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我们看到中心化过程即是社会价值中心的制度化过程，一个 “理性神话”的

建构过程，超越并替代了传统的 “附近”或日常生活世界。它提供了自上而下的社会建构机制，建构了围

绕国家与理性为中心的行动者 （个体和组织）的社会世界和制度环境。但是，这一中心化过程从一开始就

孕育着中心与边缘的紧张。反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少数族裔等思潮正反映了这些反抗的声音。这些异质

性溪流在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中酝酿、累积，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中逐渐汇集成为巨大的冲击力量。２０ 世
纪下半叶见证了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风起云涌，挑战了制度理性所塑造的社会中心。③

作者之死的另一面是读者的诞生。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社会思潮对于当代社会秩序的冲击，其意义犹

如新教革命撼动了神学大厦的根基：上帝已死、作者已死，走出一统神权，走出主流中心。在 ２０ 世纪风
起云涌的社会思潮荡涤中，宏大叙事退却、自上而下建构弱化。这一潮流重新塑造了现实，其后果不是生

产出孤独的个人，不是退回到传统的地域或群体边界，而是在新的社会基础上的分化组合。随着教育水平

的普遍提高，跨空间交流和思想观念流动的增强，主体意识、身份意识日益凸显，从而提供了社会关系组

合重构的新基础，“身份政治”成为一个重要的组织机制，提供了现实建构的新机制。④

这一社会潮流还植根于现代性自身的内在过程。随资本主义而来的理性化过程，不仅物象在制度设施

上，还有另一脉络映射在有着独立判断和偏好的理性人或理性主体上。赫希曼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描述了启蒙
时代以来的理性化过程如何逐渐约束了人们的 “激情”，用利益计算的理性取而代之。⑤ 这一脉络从启蒙

主义时期的洛克、卢梭等人的学说延续下来。随着主体理性的兴起，新的身份认同运动，新的主体间性—

身份政治为基础的主体性日益凸显出来，反映在社会思潮中的 “主体性转向”和 “文化转向”。⑥

五、“完美风暴”：当今社会与现实建构

在气象学中，一个 “完美风暴”（ａ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ｓｔｏｒｍ）是指若干气象条件极为罕见的遭遇与相互作用，导
致了一场难以预料、冲击力极大的风暴。借用此比喻，我们可以说，正是去中心化、主体性等社会潮流与

互联网科技条件在 ２０世纪下半叶的遭遇与互动，锻造了新的社会建构机制，并共同促成了推动大转型的
“完美的风暴”。这一节集中讨论当今社会中建构现实的新机制及其意义。

（一）去中心化、主体性遭遇互联网

１９世纪兴起的宏大叙事镶嵌在两维时空中：民族国家通过象征符号，在历史维度上建构了共同文化经
历；在共时空间中建构了共享思想信念的世界。国家主导的社会建构———象征宇宙、制度秩序、想象的共

同体———以新的自上而下的组织机制，替代了传统社会中地方性的 “附近”，如家庭 ／家族、社区、自治联
合体等。

如上所述，２０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思潮，有 “破”和 “立”两个方面。“破”是指去中心化的社会思

潮，即上一节讨论的中心弱化、现实重构的历史过程。“立”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是日益凸显的主体理性，

它孕育于近代以来的理性化过程，赋予个人的理性判断与个性发展以正当性，又从社会批判思潮中汲取能

量，推动了 ２０世纪下半叶的 “主体性转向”。这个趋势首先发生在西方特别是欧洲，随着全球化浪潮而蔓

延至其他社会文化中，想象的共同体也随之弱化松散。

旧的世界被解构，新的建构会是怎样的呢？正是在 ２０ 世纪下半叶破立交织、新旧交替的关头，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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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型时代与现实的社会重构：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网技术这一重大的环境条件横空出世。新的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和随后的各种社会媒介平台的出现，提

供了崭新的社会建构机制：一方面将世界各地、不同领域联系在一起，推动了更大范围的信息和文化交

流；另一方面又为人们建构各自的虚拟社会、聚类群体提供了渠道和机制，使得分离的个人或地方性空间

通过互联网而彼此关联、相互叠合，为不同维度上———兴趣、志向、利益、经历等———的分化组合提供了

崭新的可能性，开启了开放与封闭、吸纳与游离的多方向、多层次的演变。

与前互联网社会相比，随互联网而来的信息流动和社会交往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不再局限于

物理空间的 “附近”，不再是被动地纳入已有的社会化、制度化过程中，而是通过主动地参与选择社会互

动平台，建构各自的现实。在伯格和卢克曼讨论 “现实的社会建构”的 １９６０ 年代，他们笔下的日常生活
世界，从面对面互动，经过交互类型化，进而扩展到更大的社会空间，这个过程是逐渐展开、相互关联且

有迹可循的。但在今天，数字平台和媒介技术提供了建构日常生活世界的更为广阔和多样的渠道与内容。

新的现实为不同空间、不同维度的模块化 （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组合而成；新的网络关系为平台架构、算法技术
所塑造，不再是由近及远的、连续性的传统社会化渠道。与此相比，传统的社区空间被不断压缩或替代。

简言之，互联网时代的现实构建已经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数字平台和网络渠道正以巨大的力量参与新

的社会群体与现实世界的建构，重塑着象征世界的内容和秩序。

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把我们的注意力再次引向主体间性，即共享意义的建构。这个社会演变过程的一个

方面，是从制度理性走向主体性的转向。社会现实和知识不再被视为独立于人们的解释框架、能动性、身

份、权力之外，不再如科学理性般提供普遍的、一统的知识，而是发生在具体情景和特定背景之中，建立

在主体间性，即人们共享意义的象征符号宇宙中。由此激发了社会科学更多关注行动者和社会行动的不同

侧面，如能动性 （ａｇｅｎｃｙ）、自我 （ｓｅｌｆ）、实践性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和情感 （ａｆｆｅｃｔ）。
倡导主体性，并不是推翻或替代主体间性；恰恰相反，人们正是从不断建构的共享意义中认识主体

性。在大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演变中，主体间性以及现实的社会建构机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重新塑造了

信息—意义—行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人们在与社会媒介的互动中进入各自的信息渠道和虚拟世界，因

此面临 “信息茧房”的困境；另一方面，不同的现实建构机制又塑造了新的共享意义空间和思维定式，从

而建构出 “意义茧房”。信息不等于意义。信息需要经过解释、加工并嵌入特定思维模式，才获得具体意

义；同样的信息，经过不同的解析过程，则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行动。“意义茧房”意味着，人们倾向于

寻找自己熟悉的、顺耳中听的信息，排斥异质信息。这里的一个重要含义是，不仅信息的差异可能导致不

同的意义解析，而更可能是相反的因果关系，即思维定式先行，并在此基础上赋予信息以不同意义。正因

如此，意义茧房比信息茧房有着更深的根基：信息茧房可以随信息的增加或改变而得以突破；而对于意义

茧房来说，新的信息经过原来的意义框架的印染和解读，结果很可能不是将其打破，而是强化之。

（二）从 “独自打保龄球”到虚拟社区

这场风暴仍在继续，尘埃尚未落定，但这一重大冲击的后果已经遍及社会各个角落。当人们的日常活

动———学习、聊天、游戏、浏览、观看、朋友圈互动、甚至工作交流———逐渐从物理空间转到了网上，当

人们每天通过网络中介的活动长达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这意味着什么？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我们不

难看到社会建构机制的深刻转变：２０世纪自上而下建构的宏大叙事不再吸引人们的关注；新的媒介———信
息流动、社交平台、传播中介、沟通渠道———成为社会交往的重要机制。① 在互联网基础上的社会世界格

局中，新的组织机制正在重新塑造人们的日常世界。

第一个机制是主体性自我选择机制。人们通过自我选择进入不同的朋友圈、生活圈和信息渠道，他 ／
她们的意义宇宙也随之而建构起来。帕特南在 《独自打保龄》中哀叹美国社会中基层社区的衰落、民主根

基的削弱。然而，在互联网时代，这些民众并不是孤立生活，而是在虚拟世界中重建自己的身份和社区。

他 ／她们游走于自上而下的群体建构与自我选择之间，更多地在平行互动过程中生成新的、由自我选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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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地方性共享意义。

第二个机制是社会学讨论的 “同类相聚” （ｈｏｍｏｐｈｉｌｙ）原则①，即类似特性的人们集聚一起的倾向，

因为互联网的延伸而被激活和放大了，在社会群体的重新分化组合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传统社会中由居住区

域、校区、工作场所等构成的组织机制，随着 “各自打保龄球”而衰落；与此同时，新的组织机制悄然而生。

社会学研究注意到，社会网络为物理空间分散但思想相近的人们带来了新的联结方式，而社会网络中的互动

机制又可能产生非线性、跳跃性的演变，放大和强化虚拟群体的边界和凝聚力，带来意想不到的突变。②

第三个机制体现在算法与数智模型积极参与进入社会建构的过程。它们一方面扮演了沟通者的角色，

过滤信息，将主观转为客观；另一方面，它们通过数码平台物象化 （ｒｅ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参与社会互动，塑造现
实。数码存储改变了人们的记忆与遗忘机制。在数智时代，现实的媒介建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从物理空间

转变到数码平台，不仅是人际间互动，而且是人与技术系统间的中介交互：从情感到形象，从面对面沟通包

容，到网上长距离的技术处理、屏蔽、拉黑；从认知到线上联结，都伴随着从情感交流到信息交换的转变。③

近年来，人工智能特别是大语言模型的出现，对社会建构机制提出了更为冷峻的发问。象征符号通过

庞大的信息处理加工过程，深刻影响着我们的信息渠道和思维空间，使得人工智能与社会现实的建构与意

义解析日益密不可分。象征符号的人工智能处理不只是提供了收集、整理信息的手段和便利，而且是创造

社会现实的重要参与者，重塑了象征资源的生产权、分配权与解释权，挑战了传统知识权威的正当性基

础。在这一大潮流面前，国家、权力的意义需要重新审视评估。如果以印刷术在欧洲历史上的影响作比，

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人工智能兴起，给未来社会带来了 “新教革命”还是新的上帝视角？

社会建构的机制转变重构了人们的现实，重构了他 ／她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也因此重塑了社会化、制
度化过程。在当今社会，人们更多地通过社会媒介获取信息、交流情感、参与社会行动。以个人为中心建

构的网络社区或重叠且互为强化，或平行而互为隔离，替代了传统的纵向社会化和横向制度化。宏大而正

式的官方叙事与意义碎片化的生活世界形成鲜明对照。人们可以一方面在工作环境中以正式身份应对正式

权威，另一方面在虚拟世界中则游离而出，在相互分隔的生活世界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生活世界的面对面

互动，与虚拟世界中的选择性流动，共同提供了一个多维的、相互矛盾的现实世界，与以往统一的信息源

和单一的意义诠释渠道形成了鲜明对比。

人们生活的社会现实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图书作品评比为例。曾几何时，书评只是在专家学者间

进行、在特定的刊物中出现、在学术制度的社区中发生。今天，各种书评活动在虚拟社区中展开 （如 “豆

瓣读书”平台）。即使正式机构 （如出版社）组织的评比活动，也常设有读者参与环节，如许多年度图书

评比过程采取了大众读者与专家评审结合的模式。当大众评比参与其中，他 ／她们带入了各自的标准，从
不同角度评判作品的品质。可以说，传统的评估机制让位于新的参与机制；或者说，不同的组织机制导致

产生了不同的参与者、方式和程度，也因此改变了评估标准。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当代社会中的各

种评估排名现象，如大学排名、葡萄酒评比、职业声望等，都可见类似的现象：相互竞争的评比制度，不

同标准、不同权重、不同价值中心在各个领域中共生并存，相互竞争又相互推动。

当然，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制度理性与主体理性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此起彼落或平衡演变的。在

不同领域、不同时点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国家与各种制度化机构，如专业团体，也以多种方式积极参

与其中，影响共享意义的塑造过程。以葡萄酒品评为例，在历史上，美国市场上的葡萄酒排名为专家和权

威机构 （如专业杂志 Ｗｉｎｅ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报刊上的评酒专栏）所主导。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社会媒介网站提
供了大量来自专业机构和消费者个人的品酒评论，表现出主体化身份参与的趋势。但是，参与者在评估评

论时所使用的维度、类别和术语，多半仍为既有意义系统所建构；而酿酒葡萄产区的划分规定，也仍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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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团体和国家机构的认定，等等。也就是说，当人们以主体化身份参与评价过程时，他 ／她们同时应用
并强化了共享意义社区。

（三）大转型时代在中国

虽然以上讨论主要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为历史背景，但中国社会演变也显现出类似的发展趋势。从

近代到当代，中国社会走过了与上述的大转型类似的道路，在漫长的历史周期中，经历了一个从分散的地

方性 “附近”到当代国家自上而下构建的 “想象的共同体”的转变。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 １９７０ 年代末，
与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社会发生了广泛的、多方位的交流。如上讨论，这一时刻恰逢欧美社会制度理性化

的高峰时期，其制度规则和思想潮流对中国改革开放实验、融入国际社会、发展经济、走向现代化的举措

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家的主导作用、科学理性、制度理性和市场经济发展，加强了各地区、各领域间

的关联，也推动了新的社会中心化趋势。与此同时，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发生，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人

们在更为宽广的范围内参与市场化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在这些多重过程中，主体性、自主性和自

我意识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可以说，中国经济与社会在 １９８０年代以来的大发展，压缩了许多发达国家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演变过
程。中国社会也因此体现出更为急剧、更为深刻的变化。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城乡社会的兴衰

巨变、社会群体的多元化、代际关系、婚姻家庭、情感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剧烈变化不断涌现。① 近年来，

随着中国社会在互联网发展、数字平台和数智技术方面的迅猛发展，人们的主体性意识和新的群体认同为

人们各自的现实建构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社会机制。

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重大变化，反映在众多研究工作中。② 因篇幅限制，在此只能掀开社会巨变的一

个边角，来管窥中国社会正在兴起的有关主体性、能动性的呼声。以近年来盛行的 “附近”概念为例。人

类学家项飙近年来极力倡导年轻人自主构建 “附近”的理念和努力，在年轻人中得到了众多响应，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这一广阔社会背景和趋势。③ 类似取向也反映在社会学文献中。社会学家邱泽奇写道：“以个体

为中心进行资源组织正在成为新的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特征。……以个体为中心进行资源组织颠倒了曾经的

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它让个体而不是社会成为自我的中心……”④ 从近年来社会科学研究中对数字媒介、

情感劳动等议题的高度关注中不难看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这一思潮正激发着广泛的回响。

这些日常生活实践和理论解读从不同侧面印证着本文的主题：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大转型时代，现实的

社会建构机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人们在自我选择的过程中重新建构 “附近”。新

的 “附近”不仅仅是物理空间，而更多是虚拟空间；不仅仅是面对面互动，而更多的是语言象征符号间的

互动。信息源的多样化，主体的多维化、生活经历差异化以及自我的选择性，这一切都意味着，人们的意

义之网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的面对面互动和日常生活往来。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意义时代：现实与虚拟相

互融合，附近与远方连为一体，主体间意义的建构基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重塑着现实格局、孕育着新的

群体和新的社会行动。

六、总结与展望：一个多维化世界的到来？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一直伴有古老的神话。它们以上帝、命运或历史规律等话语形式，编织着人类

发展演变的宏大叙事。这些叙事在不同历史时期提供了建构现实的基本支柱和总体轮廓。在近代社会中，

这种叙事依附在民族国家和科学理性之上，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近代以来的理性社会走向两端：一端是自

然科学的客体化，国家等组织建构的理性化，以新的形式延伸了古老的神话；另一端是体现在个人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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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 年；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龚小夏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王明玉、赵一璋、张成岗：《中国数字社会学：回应数智化转型的知识生产》，《江淮论坛》２０２５年第 ６期。
项飙：《“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人类学家项飙访谈 （上、下）》， 《当代青年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５、
６期。
邱泽奇：《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４年，第 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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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在摆脱了神权束缚后得到了极大发展，并与科学主义与制度理性的神话处于紧张互动之中。

回头来看，从 １９—２１世纪，从近代到当代，人类社会经历了走向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双重过程，伴
随着中心建构、宏大叙事历史进程的兴衰转折。１９世纪以来波兰尼时代的巨变，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投
下了多重影子：科层组织架构、学校、公共设施、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等等。１９世纪不仅是农业社会到
工业社会的过渡，也同时是宏大叙事的时代：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风起云涌。这

些宏大叙事随工业社会的扩展而延伸至 ２０ 世纪，渗入不同文化、社会和部落，将这些区域逐渐纳入世界
共同体中。如前面提及的社会学家蒂利所言，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 １９ 世纪的思维方式和
制度安排中，这正是现代性在诸多方面的体现。

本文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勾勒了当下大转型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尤其着眼于社会建构机制的深刻变化带

来的主体间性即共享意义的转变。１９世纪以来，主体间意义的建构过程和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经历了不
同阶段。第一阶段，传统社会中的社会内在机制 （社区、作坊、自治联合体）让位于外在机制 （国家、工

厂、学校及其他制度环境）。理性化、科学主义和制度理性替代了上帝，提供了新的一统思维模式，社会

被自上而下地建构为 “想象的共同体”。第二阶段，在 ２０世纪下半叶的去中心化潮流中，对科学理性、制
度理性尤其是科层制 “铁笼”提出了深刻质疑，冲击并撼动了其观念制度与设施；同时，主体性也在这个

过程中凸显出来：建立在理性个人与从理性中解放了的自我，其中情感、自我、意识、身份占有重要位

置。第三阶段发生在数智社会的今天，主体性与数字媒介积极参与主体间性的重新建构，延伸和渗透到虚

拟空间中的各种社区，推动了不同共享意义空间的生成与关联，影响了象征资源的分布和作用，推动了新

的共享意义系统和社会行动基础。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我们正走向碎片化社会。所谓 “碎片化”，是相对于 “整合”“一统”“主流”而

言的，反映了 １９世纪以来的社会整合化的价值取向。当下的社会主流方向，正从自上而下的社会建构和
整体性的宏大叙事，转向主体多元、平行建构而来的多维化现实，即社会建构不再为一个主流或中心所规

范，而是有着多重维度、多重选择和不同的主体，从而走向数智社会中多元共存的新的共同体结构。多维

化社会的出现，来自现实的社会建构方式的深刻变化：象征资源从自上而下的集中和垄断到多元和多层次

的离散分布；主体间意义的生成空间，从面对面社区扩展到各自建构的虚拟社区，具有主体性的个人积极

地参与了各自的现实建构过程。

在这个大转型时代关口，在轮廓初显的多维世界门前，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的角色作用，重新

审视语言、思想和社会现实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惯性般地将 １９ 世纪铸造的概念和思维定式套用在 ２１ 世
纪鲜活的社会现象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不同理论思路，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方法，不同关注点，

正体现了人类思维多样性的绽放。这些不同理论一方面有各自的前提条件、边界条件；另一方面又可以相

互对话、在经验证据基础上加以评估。在这条不断流动的历史长河中，社会科学通过语言符号的交流互

动、通过学术社区的建立和演化，通过学术研究的概念化、理论化和交流，而达成暂时的共识，暂时地凝

固稳定了现实，为这个纷繁杂乱、变动不居的社会提供了理解与解读其共享意义的窗口。随历史长河流

淌，因权力、冲突、反抗、社会内外的分化组合，这些共识也会不断地发生阶段性变动，推动着知识体系

的持续演变。在不断重新建构的社会现实面前，在不断更新的知识体系中，任何试图扮演上帝角色的尝

试，恐怕都难以持久有效。

在以上的讨论中，知识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在大转型过程中的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

是如何建构的？共享意义和社会行动是怎样产生和维系的？象征宇宙是如何生成的，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

和身份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语言、文字、形象等符号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些问题提示我们，需

要重新认识共享意义如何在新的象征世界中产生，如何在不同群体内部及群体间蔓延或多维发展，又是怎

样塑造了社会行动、群体建构和集体行为。

纵观我们所处的大转型时代，它涉及一个多世纪的演变路径、众多动力和线索及其相互关系。笔者在

这里以一篇论文的篇幅来处理这个宏大课题，只能提供一个大致的纲要勾勒。或许这是一个自不量力的尝

试，与当今学术研究日益狭窄精细的研究风格很不吻合。然而，关于这一重大课题的认识，唯有将这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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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放在一个整体性框架中加以聚焦、凝视和解读，才能彰显社会学的想象力。近 ２００ 年前，社会学应运诞
生于 １９世纪 ３０年代的大转型时代；今天，新的大转型时代正呼唤着社会学的新使命。

（责任编辑：朱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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